
　　　　　

第 ３５ 卷　 第 ４ 期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４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Ｄｅｃ． ２０２４
􀪉􀪉􀪉􀪉􀪉􀪉􀪉􀪉􀪉􀪉􀪉􀪉􀪉􀪉􀪉􀪉􀪉􀪉􀪉􀪉􀪉􀪉􀪉􀪉􀪉􀪉􀪉􀪉􀪉􀪉􀪉􀪉􀪉􀪉􀪉􀪉􀪉􀪉􀪉􀪉􀪉􀪉􀪉􀪉􀪉􀪉􀪉

智能船舶背景下的海事立法挑战与回应

邢厚群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近年来，智能船舶技术发展正在改变海事立法格局。 从外部因素考察，海事立法受到人工智能立法宏观

效应影响，亟需确定对重大科技革新的基本立场，化解创新造成的安全悖论。 从自身角度观察，面对法律责任重新

配置以及船舶测试活动激增带来的立法需求，海事立法还在寻找行之有效的风险治理策略，优化创新立法技术。 为

此，海事立法应通过调整智能船舶主动融入中国人工智能立法愿景，规制算法维持航运活动的安全与效率，同时合

理分配法律与算法任务，减少立法中的技术规范负担。 构建安全协同响应机制，实现紧密的航运主体安全协作。 当

前在海事侵权责任、产品责任的判断中充分运用等效替代原则，后续根据技术发展调整责任判断标准。 引入沙盒监

管理念改进船舶测试管理，加强公私主体监管配合，在风险隔离基础上营造宽容试错的监管环境。 针对前景尚不明

朗的智能船舶议题应尽早进行法律讨论凝聚共识，遵循原则框架到具体规定的渐进式调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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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船舶①技术为代表的智能航运技术发展迅速，深刻影响着全球供应链布局与海上交通组织形式，
挑战了“有人”航海所形成的海洋活动底层逻辑以及随之结成的社会关系，对立法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面对全球科技竞争风高浪急的整体态势，如何在科技创新的宏大叙事下实现海事法律的自我坚守与变

革，实现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对这一法律问题的研究具有普遍意义。 笔者拟以船舶技术与海事立法的互动经

验为切入点，揭示智能船舶技术发展对航运活动逻辑链拆解、组合、再表达所引发的海事立法外部环境与内

在要素变化，并提出系统性的立法回应进路。

一、海事立法与船舶技术关系的历史经验考察

与陆地环境不同，人类的海洋活动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船舶。 古往今来，无数航海家泛舟行驶于蔚

蓝大海，搭载着货物和旅客乘风破浪，多方要素的交融互动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调整这一关系的海事立

法应运而生。 对于海事立法的概念，理论界存在不同认识。② 这是因为海事立法具有较强的实然性，主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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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２３ 年度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港口群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研究”（Ｌ２３ＣＦＸ００４）
作者简介：邢厚群，男，法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
根据中国船级社《智能船舶规范 ２０２４》，智能船舶是指利用传感器、通信、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手段，自动感知和获得船舶自身、海洋

环境、物流、港口等方面的信息和数据，并基于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大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在船舶航行、管理、维护保养、货物运输等
方面实现智能化运行的船舶，以使船舶更加安全、环保、经济和高效。 笔者所讨论的智能船舶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船舶的操作、营运、管
理等环节，根据国际海事组织水面自主船舶（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ｈｉｐｓ）的分类标准，主要为第三等级（无船员在船远程控制）及第四等
级（完全自主）水面自主船舶。 由于智能船舶的发展路线是渐进的，当前阶段虽然某些具备一定的自动感知、自动驾驶和管理功能，但仍配备
满足海事法律规范要求的船员的船舶也可统称为智能船舶，但是由于针对传统有人船舶的现行海事立法体系对其适用基本上不存在障碍，如
无特别指出，不属于笔者的研究范围。

一般认为，在中国最广义的海事法是指调整有关海上事务的法律规范总称。 参见袁雪：《海事法》，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８
页。 最狭义的海事法是指船舶在海上或其他可航水域发生的事故造成的船舶、其他财产损失和（或）人员伤亡的损害赔偿、损失分摊等特定社
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 参见胡正良主编：《海事法》（第 ３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４ 页。 在两个范畴之间，不同研究者根据研究
目的、关注重点、讨论情境的不同又对海事法作出了不同的诠释，如认为海事法除了狭义海事法还包括调整船舶产生的海事行政关系的法律规
范以及争议解决的程序性规范。 参见袁雪：《海事法》，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８ 页。 再如认为海事法主要包括广义海事法中的行政管
理法律规范。 参见关正义、李婉：《海商法和海事法的联系与区别———兼论海商法学的建立与发展》，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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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实际需要或者习惯叫法。① 笔者所称海事立法是一个由多元公法性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调整与

船舶航行及运输安全有关的社会关系；②外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国内法，以及《国际

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ｔ Ｓｅａ，简称 ＳＯＬＡＳ 公约）、《海员培训、发证和

值班标准国际公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ｃｈｋｅｅｐ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ｅａ⁃
ｆａｒｅｒｓ，简称 ＳＴＣＷ 公约）、《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简称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等国际海事公约。 另外，鉴于公私法融合的现代立法发展趋势，部分与公法

规范关系密切的民事责任规范也一并予以论述。③

从这个意义上使用海事立法概念主要源于智能船舶的科技治理需求。 新技术以实现航运安全和效率为

主要目标，但是其所释放的负面效应，又可能带来新的制度风险。 这种风险已经演化为一种社会化风险，很
多时候并非个人选择的产物，也不能仅靠私主体权利义务分配承担，须运用国家权力进行风险治理。④ 而公

法从公共利益出发制定，能够超越私人利益的局限。⑤ 因此，本就致力于实现船舶航行及运输安全的公法性

海事立法承担着重要的治理职能。
在海事立法的漫长发展演进过程中，船舶设计建造与航海技术的变化革新，均会对立法的内外部要素产

生影响。 从历史角度审视，技术发展对海事立法所带来的影响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改变了立法所

依存的外部技术环境，激发出多样化的法律规范投影。 例如，１９ 世纪初蒸汽船舶的出现孕育了《１８６３ 年国

际海上避碰规则》，其所确立的海上避碰法律基本原理一直延续至今。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型油轮的出

现以及随之引发的船舶溢油灾难，如 １９６７ 年“Ｔｏｒｒｅｙ Ｃａｎｙｏｎ”轮溢油事故，催生了 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及其所代表

的防治船源污染法律体系。 根据功能主义法学的观点，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法律也越发复杂抽象，以保

留应对不同情况解释的灵活性。⑦ 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内部也在实现着循环关联的“自我创生”。⑧ 正如拉

伦茨（Ｌａｒｅｎｚ）指出的：“制定法中包含的诸多法条并非只是简单地排列在一起，而是以不同的方式相互关涉，
并只有通过它们的彼此交织以及相互作用才能产生一个规范体。”⑨例如，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船舶建造、通信等

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国际海事公约面临频繁的修正需求，而由于缔约国数量的快速扩张，传统上需三分之二

缔约国明示接受的修正程序难以胜任，国际海事立法发展出“默示接受”程序，应用于 ＳＯＬＡＳ 公约及此后国

际海事公约中技术性规范的修正。􀃊􀁉􀁒 进入 ２１ 世纪，面对船舶建造领域由“经验公式”向“技术标准”的转型，
国际海事组织开始采用“目标导向型”立法技术。􀃊􀁉􀁓

回顾法律与科技的互动历程不难发现，船舶设计、建造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始终调试着海洋活动运行逻

辑，影响着船舶、货物、人员、环境之间的社会关系与利益分配模式，最终通过海事立法的发展革新予以确认。

二、智能船舶背景下的海事立法挑战

当前航运业正迎来船舶智能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各国纷纷发力智能船舶产业。􀃊􀁉􀁔 为了回应行业发展需

求，２０１８ 年国际海事组织启动了智能船舶相关立法研究工作。 近年来，以国际海事组织《水面无人自主船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参见胡正良主编：《海事法》（第 ３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 页。
参见陈敬根：《国际海事安全条约法律问题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１ 页。
参见关正义、李婉：《海商法和海事法的联系与区别———兼论海商法学的建立与发展》，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３７ 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Ｐｏｓｎｅｒ，Ｃａｔａｓｒｏｐｈｅ：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２４８⁃２４９．
参见王继军：《公法与私法的现代诠释》，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２０ 页。
Ａ． Ｎ． Ｃｏｃｋｃｒｏｆｔ ＆ Ｊ． Ｎ． Ｆ． Ｌａｍｅｉｊｅｒ，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Ｒｕｌｅｓ （７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２０１２，ｐ．ｘｉ．
参见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３５９ 页。
参见［德］贡塔·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９ 页。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全本·第 ６ 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３６ 页。
参见江姿瑩：《默示接受程序於国际海事立法之运用》，载《法令月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５８１⁃１５８３ 页。 典型的“默示接受”规定见

ＳＯＬＡＳ 公约正文第 ８ 条第 ２ 款，根据该款，除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附则第 Ｉ 章外的附则修正案一经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审议通过，
即在送交缔约国政府之日起的两年期限届满时，或在扩大会议表决所确定的期限届满时，视为被缔约国政府接受，除非在上述期限内有三分之
一以上的缔约国政府，或拥有商船合计吨位数不少于世界商船总吨数 ５０％的缔约国政府表示反对。 该修正案在缔约国接受之日起 ６ 个月后对
所有缔约国政府生效，除非缔约国政府表示反对。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ＭＯ Ｇｏａｌ⁃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ＭＯ（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ｄｎ．ｉｍｏ．ｏｒｇ ／ ｌｏ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ｎ ／ ＯｕｒＷｏｒｋ ／ Ｓａｆｅｔｙ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ＢＳ ／ ＭＳＣ．１⁃Ｃｉｒｃ．１３９４⁃Ｒｅｖ．２．ｐｄｆ．

参见初北平、曹兴国：《智能港航法律保障研究》，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８７⁃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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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航暂行导则》（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Ｔｒｉａｌｓ）①、俄罗斯《商船航运法》修订案②和韩国《自主航行船舶

法》③为代表的前期立法成果纷纷问世。 在这一过程中，诸如远程控制人员身份属性核定、船旗国管辖权行

使、智能船舶法律责任确定等法律问题也逐渐浮现。④ 上述议题本质上是重大技术革新所导致的海洋活动

逻辑与社会关系变化在立法构造层面的映射，海事立法面临外部环境与内在因素的系统性挑战。

（一）外部环境变量

技术环境变化一直以来都是海事立法发展的关键变量，直接影响着立法者对外部环境的认知。 从直观

层面观察，人工智能立法近年来在各国稳步推进，对海事立法的宏观效应正持续显现；而从更深层次考虑，海
事立法与新技术的交流碰撞，将可能引发法律技术观与风险观的深刻变化。

１．人工智能立法宏观效应

智能船舶的法律发展进路深受人工智能立法总体趋势影响。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 日，欧盟《人工智能法》生
效，⑤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区域性的综合人工智能立法，《人工智能法》的主要调整对象———人工智能系统包含

智能船舶相关系统，从而为智能船舶在海事立法之外创设了普遍性监管义务要求。 尽管与欧盟立法思路不

同，美国尚未制定人工智能立法，但是在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美国参议院人工智能工作组发布的《推动美国在 ＡＩ 领
域的创新：参议院 ＡＩ 政策路线图》（Ｄｒｉｖｉｎｇ 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ｎａｔｅ）中，⑥亦提出在关键基础设施、金融、交通等领域加强人工智能立法

建设。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近年来试图加速其人工智能立法建设，促进技术在特定行业领域的发展应用，故
而中国在发展海事立法过程中要重视与人工智能立法的协调问题。 目前，无论是在人工智能一般领域还是

智能船舶等人工智能具体应用领域，中国均缺乏法律规则，除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部

门规章，其余规范大多为政策性文件，如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科技部等六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

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未来海事立法调整人工智能船舶问题时应充分考虑中

国人工智能产业目标与发展策略。
２．确定技术观基本立场

以船舶为载体，以信息数据为纽带，智能船舶将在纵向贯穿船舶工业上下游，在横向连接港口、保险、海
关、边检等产业领域，催化设备、系统、平台、体系融合发展的行业生态。 科技企业涌入港航业，对相关资金与

资源产生了虹吸效应，知识密集将成为航运业继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后的新标签。 而人工智能等智慧交通

关键技术跃入海事立法的调整视野，将可能引发对法律与技术关系基本立场的重新审视。
海事立法始终对技术保持开放性。 以 ＳＯＬＡＳ 公约为例，从篇章结构角度，该公约正文仅 １３ 条，主要为

适用范围、一般义务、不可抗力等普遍性实体规定以及修正、缔结、生效等程序性规定；船舶构造、救生设备、
航行安全等技术性内容规定在附则，多达 １３ 章，构成了 ＳＯＬＡＳ 公约的主体内容。 ＳＯＬＡＳ 公约于正文第 １ 条

即强调，附则与公约正文构成一个整体，引用本公约即为同时引用其附则。 除了及时反映技术发展进程，海
事立法有时还会对技术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在船舶自动识别技术发展过程中，海事立法最终放弃

了更成熟的“数字选择方案”转而选择更具潜力的“自组织时分多址接入”方案。⑦ 然而，这种经实践检验行

之有效的做法其实是运行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技术环境下的，海事立法还未经历过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考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Ｔｒｉａｌｓ， ＩＭＯ （ １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ｄｎ． ｉｍｏ． ｏｒｇ ／ ｌｏ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ＨｏｔＴｏｐｉｃ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ＳＣ．１⁃Ｃｉｒｃ．１６０４％２０⁃％２０Ｉｎｔｅｒｉｍ％２０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２０Ｆｏｒ％２０Ｍａｓｓ％２０Ｔｒｉａｌｓ％２０％２８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２９．ｐｄｆ．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Ｐｏｒｔｎｅｗｓ，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ｒｔｎｅｗｓ． ｒｕ ／ ｕｐｌｏａｄ ／ ｂａｓｅｆｉｌｅｓ ／
２９４６＿ＴＥＸＴ％２０３％２０ｃｈｃｈｃｈｔ．ｄｏｃ．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ｈｉｐｓ，Ａｃｔ Ｎｏ． １９９０９，Ｋｏｒｅ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ｌａｗ．ｇｏ．ｋｒ ／ ＬＳＷ ／ ｌｓＩｎｆｏＰ．ｄｏ？ ｌｓｉＳｅｑ＝ ２５７８０３＆ｖｉｅｗＣｌｓ＝ ｌｓＲｖｓＤｏｃＩｎｆｏＲ＃．

参见蔡莉妍：《智能船舶法律规制的困境与突破》，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４⁃５ 页。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４ ／ １６８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

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 Ｎｏ ３００ ／ ２００８，（ＥＣ） Ｎｏ １６７ ／ ２０１３，（ＥＣ） Ｎｏ １６８ ／ ２０１３，（ＥＣ） ２０１８ ／ ８５８，（ＥＣ） ２０１８ ／ １１３９ ａｎｄ （ＥＣ） ２０１９ ／
２１４４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４ ／ ９０ ／ ＥＵ，（ＥＣ） ２０１６ ／ ７９７ ａｎｄ （ＥＣ） ２０２０ ／ １８２８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ＥＵＲ⁃Ｌｅｘ（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
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ｕｒｉ ＝ＯＪ：Ｌ＿２０２４０１６８９．

Ｔｈｅ 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Ｓｅｎａｔｅ 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Ｄｒｉｖｉｎｇ 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ｈｕｃｋ Ｓｃｈｕｍｅｒ（Ｍａｙ 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ｈｕｍｅｒ．
ｓｅｎａｔｅ．ｇｏｖ ／ ｉｍｏ ／ ｍｅｄｉａ ／ ｄｏｃ ／ Ｒｏａｄｍａ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１．３２ｐｍ．ｐｄｆ．

参见孙文力、孙文强编著：《船载自动识别系统》，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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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改变了传统“有人”航海活动逻辑，并且在自身前进方向、技术路线、创新后果方面具有

诸多不确定性。 此时，法律应如何调整新技术？ 如何在规避技术风险的同时防止对技术发展的不当干预？
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关乎海事立法的技术观转变。

３．化解创新的安全悖论

智能船舶技术以实现航行安全为重要目标，然而，技术创新又制造出安全风险，这使其陷入一种安全悖

论中。 例如，智能船舶通过远程操作或自动驾驶系统进行控制，大幅降低船员误操作风险，但又可能引发网

络风险。 现阶段，船舶数据信息系统和操作控制系统固然也存在一定网络安全隐患，但直接对船舶控制设备

进行网络攻击的案例较为罕见。① 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绝大多数船舶控制单元与网络系统物理隔离，网络攻

击难以直接获取船舶控制，因此更多作为获取船舶信息劫持船舶的辅助手段。 而对船舶控制的远程获取是

智能船舶的核心功能，由于远程控制链路的复杂性，网络系统的脆弱性问题凸显，网络袭击的发生概率与破

坏程度均将大幅提高。 攻击者可以通过篡改导航路径、控制系统或操纵传感器关键数据，破坏船舶关键设备

甚至远程劫持船舶，严重威胁船舶安全。 并且，在智能船舶与远程控制中心、港口等岸上基础设施进行联网

交互的过程中，这种网络威胁有可能进一步扩散至整个航运网络。 海事法律是化解智能船舶安全风险的重

要倚仗，有必要发展出一套适应这种剩余风险悖论的风险观念。

（二）内在要素变化

功能主义立法理论认为，法律既在认知上保持开放，又在规范上保持封闭。② 外部环境的持续改变可以

渗透至法律规范内部，为此，法律系统需要在其内部结构中植入可变性要素，灵活应对环境的变化。③ 为了

建构起新的内生秩序，海事立法须重新配置责任体系，转移自身调整重心，寻求平衡体系稳定性与创新性的

立法技术工具。
１．法律责任体系重新配置

智能船舶改变船舶控制方式，引发船舶管理体系重塑。 过去，船舶所有人通过身处船上的船长、船员管

理控制船舶。 针对智能船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使得船舶管理关系迎来解放：控制船舶之人不必位于船上，
甚至不必是人；在同一时空下的船长、船员与船舶的一一对应关系被一对多的船舶控制关系所取代，远程控

制人员可以同时控制多艘智能船舶。④ 技术浪潮下，人工智能航行系统提供商、远程运营商等众多新兴主体

加入船舶管理，并衍生出了远程控制人员等新型从业人员。
船舶管理体系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海事立法的责任体系。 一方面，在人工智能航行系统应用于船舶管理

后，其与所有人之间的法律责任将如何分配，已成为当前困扰无人船舶、自动驾驶车辆等智能交通工具系统

的普遍性问题。⑤ 另一方面，产品责任受到普遍关注。 长期以来，船厂作为船舶的最终制造者与建造资金的

流向者，对船舶质量负担着主要责任，而在系统开发者、算法设计者等主体加入后，将由众多责任主体共同负

担智能船舶研发、建造、安装、调试、试航、运营、维护全过程的责任，对智能航行系统缺陷所致损害以及智能

航行系统与船舶之间的适应性问题负责。⑥ 为此，一些国家的海事立法已作出尝试，如 ２０２３ 年俄罗斯在《商
船航运法》第 １０６ 条新增规定，明确船舶所有人、监管机构、管理机构、设备制造商和软件开发者对智能船舶

给第三方以及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在此基础上，智能船舶的法律责任还涉及对过错的判断标准。 对于侵权责任，当前侵权法律中对过错的

判断以理性人为基础，行为人未尽到理性人的注意义务即存在过错。⑦ 船舶碰撞等海事侵权法律关系也不

例外。 而理性人标准在人工智能场景下的适用存在困难，因人类对船舶的控制已让位于智能航行系统。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１２０２ 条，产品责任以存在产品缺陷为要件。 困扰智能船舶的主要为设计缺

陷，因为相较于制造缺陷、警示缺陷，设计缺陷是由于产品设计方案本身的不合理所导致，几乎不存在明确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方阁、初北平：《海事网络安全风险保险的法律治理研究》，载《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１８１ 页。
参见［德］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３８ 页。
参见余成峰：《法律人工智能新范式：封闭与开放的二元兼容》，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第 ５９４⁃５９５ 页。
例如，“Ｙａｒａ Ｂｉｒｋｅｌａｎｄ”号的设计目标为每组远程控制人员同时控制 ３ 至 ４ 艘船舶。
参见冯子轩主编：《人工智能与法律》，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１１⁃１１２ 页。
参见范晓波、陈怡洁：《船舶无人化趋势下 ＡＩ 航行系统的责任探析》，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４３ 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 ３ 版），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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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判断标准，证明难度更高。① 尽管产品责任为无过错责任，但是“缺陷要件本身饱含过失要素”。②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 ４６ 条，索赔人欲证明智能船舶存在产品缺陷，须证明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

险或者不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姑且不论中国目前缺乏针对智能船舶安全航行方面的技术标准，③即

便未来中国制定了涵盖航行、网络、数据等的智能船舶安全标准体系，考虑到标准的滞后性，符合技术标准的

智能船舶仍要接受不合理危险标准的最终检验。④ 而探求不合理危险标准的过程其实就是对过错要素的挖

掘，需判断智能航行系统设计者等主体是否违反注意义务。 可见，过错标准成为智能船舶法律责任设置的关

键。 为了科学配置智能船舶法律责任，海事立法有必要回答其为技术的发展设置了何种程度的注意义务，法
律后果触发的“临界”又在哪里。

２．应对船舶测试活动立法诉求

由于智能船舶技术的创新性，船舶的生命周期及立法重点正悄然改变。 为实现智能船舶的安全、环保、
效率等目标，需充分评估新技术的成熟度及实践应用效果，因此，测试活动的重要性凸显。⑤ 近年来问世的

智能船舶普遍经历了漫长的测试周期。 以全球首艘自主集装箱船“Ｙａｒａ Ｂｉｒｋｅｌａｎｄ”号为例，该轮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首航后便处于船员在船测试运行状态，预计于 ２０２６ 年实现远程遥控无人化。 中国首艘自主航行集装箱船

“智飞”号也于 ２０２２ 年至 ２０２４ 年进行了交通运输部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验证了辅助驾驶、遥控驾驶、自
动及遥控靠离泊等核心功能。⑥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对水面自主船舶的分类，上述测试均属于对第二等级自

主船舶技术的测试，并以实现第三等级自主航行为目标。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智能船舶产业还将围绕第三、
四等级进行漫长的测试活动。 并且，测试不限于技术层面，鉴于智能船舶对整个航运产业的深远影响，商业

运营层面的测试同样可能历时日久。
这种产业关注焦点的变化，无疑会对海事立法的调整重心产生影响。 过去，由于船舶建造技术在一定时

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船舶测试活动数量有限，对海上交通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较低，并不需要海事立法进

行系统、全面的规范。 相反，立法层级较低的船舶检验等技术规范就可以有效发挥调整功能。 而针对智能船

舶，规范船舶测试活动已经成为海事立法关注的焦点。 ２０１９ 年国际海事组织海事安全委员会通过《水面无

人自主船舶试航暂行导则》，这是国际海事组织 ２０１８ 年启动智能船舶立法研究工作以来所取得的第一项立

法成果，从侧面体现出技术测试验证立法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该规则为自主船舶试航相关参与方和主管机

关安全完成试航提供原则性指引，内容涵盖试航配员以及资质、试航设施、试航提醒等要求。 以此为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也发布了《船舶自主航行试验技术与检验暂行规则（２０２３）》，适用于“开展自主航行和

远程控制航行试验的船舶”。 着眼于实践的迫切需求，未来海事立法有必要对船舶测试验证活动予以重点

关注，发展出应对技术、商业不确定性的法律调整工具。
３．平衡体系稳定与创新张力的立法技术探索

智能船舶技术等新技术对海事法律规则创新产生了旺盛需求，此时一方面需要学者通过对实践的调查

研究及对法学理论的不懈钻研解决基本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立法者适时启动并完成法律的制修订

工作，后者涉及立法资源和立法成本平衡问题。 在当前立法资源相对有限的客观情况下，讲求体系性、系统

性的传统立法技术很大程度上推高了立法制修订成本，限制了法律的更新完善。 这固然是法律稳定性的要

求，但也在客观上导致法律在科技治理等社会关系变动频繁的领域难以作出及时有效的响应。 以国际海事

公约为例，以 ＳＯＬＡＳ 公约、ＭＡＲＰＯＬ 公约、ＳＴＣＷ 公约为代表的公约体系构成了海事立法的基础，但是其部

分规定已经对智能船舶运营构成了制度性障碍。 如果遵循惯常的思路对各公约内容进行修订，将会造成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冉克平：《论产品设计缺陷及其判定》，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 页。
参见郑志峰：《自动驾驶汽车的私法挑战与应对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１８３ 页。
中国目前与智能船舶有关的国家标准仅有《智能船舶 机械设备信息集成编码指南》（ＧＢ ／ Ｔ ４１８９２—２０２２），该指南提供了对智能船舶

机械设备信息编码构成和规则的指导和建议，并不涉及智能船舶的质量标准与责任承担等问题，无法为缺陷判断提供实质性指导。
参见刘鹏飞：《反思与重述：产品缺陷的证明责任分配》，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５０ 页。
参见王欣、初北平：《研发试验阶段的无人船舶所面临的法律障碍及应对》，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６０ 页。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一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自动驾驶和智能航运方向）的通知》，在 １ 年试点期内，测试船

舶“智飞”号在青岛—董家口—日照航线，需累计完成辅助驾驶航程不少于 ９ ０００ 海里，航时不小于 ９００ 小时；遥控驾驶航程不少于 １ ０００ 海里，
航时不小于 １５０ 小时，自动及遥控靠离泊不少于 １００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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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与混乱，并对现行法规适用于传统船舶增加障碍。① 中国在《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中已明确

提出敏捷治理要求，强调及时动态调整治理方式和伦理规范，快速、灵活应对科技创新带来的伦理挑战。 显

然，海事法律需要探寻立法技术工具，在尊重既往法律体系框架的同时，适应敏捷治理的法律调整需求。

三、智能船舶背景下的海事立法发展回应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导致的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海事立法应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锚定前进方

向，应答智能船舶的立法挑战。 托依布纳（Ｔｅｕｂｎｅｒ）认为，法律虽不直接对社会进行干预，但是“通过调整自

己调整社会”。② 面对外部技术环境带来的背景认知变化，海事立法应发挥先导作用，主动融入中国人工智

能立法愿景与发展策略；在基本立场上，调整智能船舶相关算法的安全性与效率性，同时松绑立法的技术性

负担，交由算法实现对虚拟空间的调整；打造安全协同响应的立法组织模式，应对安全风险悖论。 针对内在

因素的组织方法优化，应广泛应用等效替代原则作为当前阶段智能船舶法律责任配置的重要标准；创新沙盒

监管模式，为智能船舶测试验证活动注入包容审慎的法律监管理念；优化立法技术，运用留白技术为后续立

法预留空间。

（一）整体布局：海事立法践行国家人工智能立法战略规划

法治建设对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实现劳动者、劳动资

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及整体跃升。 近年来，以欧盟《人工智能法》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人工智能立法建设

正提档加速，试图抢占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话语权与制高点。 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中国采取“三步走”的人工智能立法战略：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部分领域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

政策法规初步建立；到 ２０２５ 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

和管控能力；到 ２０３０ 年，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人工智能

法草案被列入《国务院 ２０２４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
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处于快速成长阶段，新挑战、新问题层出不穷，共识性方案尚未充分凝练，这为

制定面向整体的人工智能法律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立法难度较高。 但在部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典型场

景，特别法已经作出了有意义的尝试，能够为构筑完善的人工智能立法体系发挥先行作用。 在航运这一技术

应用程度较高的领域，充分利用海事立法资源进行人工智能立法试点建设，确定基本立场与主要原则，探索

重要监管制度与调整方法创新，不仅立法难度相对较小，也有利于回应业界需求。 待特别法实践成熟后，可
充分吸纳成功经验、凝练共性方案，服务于国家人工智能一般法的制定与完善。

（二）基本立场：算法对法律与技术关系的调试功能

作为以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的本质，算法已成为驱动智能船舶发展的核心力量。 智能船舶航行有赖

于路径规划算法，目标识别有赖于目标检测算法，系统运行有赖于故障检测算法。 同时，代码表征的算法规

律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表达法律的运行规律，③部分海事立法规则目前正在进行代码形式的算法表达，以供

机器自动执行。 例如，《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构成设计智能船舶避碰算法的重要依据，《国际海事委员会电子

提单规则》《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等电子提单立法成为设计电子提单流转算法的基础框

架。 可以说，算法已经成为智能船舶背景下法律与技术作用的主要媒介。
当前，法律的部分功能已经遭到了算法的替代。④ 算法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过程，⑤以为人类解决问题

为基本导向。 并且，算法作用于“虚实同构”的双层空间中，⑥既控制虚拟电子空间的系统、设备，又会对物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ｃｏｐ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ｈｉｐｓ （ＭＡＳＳ ），ＩＭＯ（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ｄｎ．
ｉｍｏ． ｏｒｇ ／ ｌｏ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ＨｏｔＴｏｐｉｃ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ＳＣ． １⁃Ｃｉｒｃ． １６３８％ ２０⁃％ ２０Ｏｕｔｃｏｍｅ％ ２０Ｏｆ％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２０Ｓｃｏｐｉｎｇ％
２０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Ｆｏｒ％２０Ｔｈｅ％２０Ｕｓｅ％２０Ｏｆ％２０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２０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２０Ｓｕｒｆａｃｅ％２０Ｓｈｉｐｓ．．．％２０（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ｐｄｆ．

参见［德］贡塔·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７８ 页。
参见魏斌：《智慧司法的法理反思与应对》，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第 １１４ 页。
参见郑玉双：《计算正义：算法与法律之关系的法理建构》，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第 ９８ 页。
参见谢承旺、李雄等编著：《算法设计与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 页。
参见马长山：《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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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产生实质性影响。 信息革命在人类既有的物理空间外创造了广阔的虚拟电子空间，而算法正是虚拟世

界的行为规则。 与之相比，法律同样具有规范指引作用，只是其调整对象是现实世界中的人，以权利和义务

为机制，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指引人们的行为。 因此，算法与法律同样具有规范指引的功能特征，这为算法

替代法律的部分作用创造了前提条件。
虽然法律能调整现实空间中人的行为，但是对虚拟电子空间却力有不逮。 法律在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

范畴，无法取代科学技术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更无法直接作用于虚拟空间，此时有赖于算法发挥作

用。 换言之，法律发挥的更多是位居宏观层面的间接调整功能，至于如何进行虚拟世界活动这类微观问题，
则由算法直接调整。 因此，所谓的算法对法律功能的替代，更准确地表述是算法成为法律功能的延伸，填充

了法律的正义空间。① 并且，海事立法的特殊性在于其本就包含大量技术性规范，技术规范的存在不仅帮助

海事立法解决了“可为”与“不可为”问题，更回答了“如何为”与“如何不为”难题。 民商法借助公序良俗与

理性人假设解答上述问题，而在专业性极强的航运领域，技术性规范发挥了类似的作用。② 由于同样瞄准技

术细节，技术性规范转化为虚拟算法规范的通路较为通畅，转化成本较低，这又为海事立法与算法之间创造

了天然的亲缘纽带。
当前，算法的作用范围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对共同生活具有整体性的影响。③ 正是这种不断扩张的态势

为法律对算法的规制正当性提供了注解：“每一种科学技术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④由于“算法黑箱”“算法

偏见”等负面作用的存在，法律不能放任算法不管；否则，虚拟空间便会失序混乱，进而撕裂现实空间，甚至

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对海事立法而言，规制算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算法不成熟、不完备

所导致的安全风险方面。 航运作为一种商事活动，对隐私权、人格权的保护不应成为规制的重点；同样，对可

解释性的要求也因为相关算法的公共性不强不具有必要性。⑤ 相反，航运场景更强调算法的安全性与效率

性。 倘若算法无法安全高效工作，依托算法进行的航运活动很可能失序混乱，最终传导至现实空间，造成船

舶碰撞、航道堵塞、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 在算法的支持下，历史悠久的航运活动驶入了虚拟电子空间，数字

孪生出一个代码化的航运世界。 只要其能够对物理世界产生持续影响，一直致力于维护航行安全的海事立

法就存在调整算法的必要。
但是从另一方面，“科技对法律的重塑效应反而比法律的规制意义更为强烈”，⑥算法的崛起将促使海事

立法迈向更加简洁高效的新阶段。 首先，算法为海事立法活动营造了更加安全的航运活动情境。 据统计，目
前 ７５％—９６％的海上事故背后有人为失误因素。⑦ 算法的规范机制有助于大幅降低事故发生率，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应对海上事故的海事立法负担，相关规则制定可以更为简洁精炼。 其次，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

展，人类对算法的认识将更加科学，法律与技术的功能分配将更加合理。 海事立法可能从部分技术性的微观

领域退场，回归至一般性的宏观领域，大量技术规范经算法过滤后，将失去继续规定于海事法律中的必要性。
正如有专家主张，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规制需要放弃传统习惯上的强行干预方式，更多采取技术主义路线

和策略，以代码为中介，把法律规制转换成与之对应的法律技术化规制。⑧ 近年来国际海事组织的立法理念

变化恰好印证了这种趋势，过去直接于条文中规定大量技术细节的描述型立法正逐渐过渡为只设定总体目

标和功能要求，具体实施授权缔约国或相关组织完成的目标导向型立法。⑨

（三）组织模式：构建安全协同响应机制

技术创新给航运业应用所带来的安全悖论将导致海事立法向纵深发展。 根据安全学中的“场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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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参见郑玉双：《计算正义：算法与法律之关系的法理建构》，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第 ９８ 页。
参见邢厚群：《港口安全保障立法体系研究》，大连海事大学 ２０２２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７３ 页。
参见陈景辉：《算法之治：法治的另一种可能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４ 页。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６７ 页。
参见丁晓东：《论算法的法律规制》，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５０⁃１５１ 页。
郑玉双：《计算正义：算法与法律之关系的法理建构》，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第 ９８ 页。
Ａｎｉｔａ Ｍ． Ｒｏｔｈｂｌｕｍ，Ｈｕｍａｎ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ａｆｅｔｙ，Ｃａｎａｄ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２． ｃｅｒ⁃ｒｅｃ． ｇｃ． ｃａ ／ ｌｌ⁃ｅｎｇ ／ ｌｌｉｓａｐｉ． ｄｌｌ ／ ｆｅｔｃｈ ／ ２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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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长山：《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３５ 页。
参见陈敬根：《海事安全目标导向型公约：生成发展与我国应对》，载《法学杂志》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６６⁃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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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安全不仅是一事一物的安全状态，更是与众多事物相关联的安全状态。① 因此，安全实现不能仅凭主

体自身孤立的安全手段，而是要诉诸场域之中各主体之间的高效组织与充分联动。 这一理念已经被应用在

人工智能法律治理中。 例如，欧盟《人工智能法》为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提供者（第 １６ 条）、进口商（第 ２３
条）、部署者（第 ２６ 条）等相关方分别设置了安全义务，同时该法第 ２５ 条规定了各主体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

的参与者所承担的合作义务。 而在海事领域，安全协作的理念也不乏成功经验。 在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

后，为了提高海运供应链安全水平，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ｏｒ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ｄｅ），从船舶与港口安全措施的交互角度进行海事立法建设。

在智能船舶背景下，航运场域中安全主体间的关联关系将从“货物流”升级至“货物流＋信息流”，连接基

础的深化将扩展海事立法覆盖面，孕育“大安全”规则需求。 这需要对安全场景进行更深入的解读，并通过

扩张调整范围提高传统海事法律规则的适应性。 针对网络风险，海事立法应致力于确保船舶网络系统的安

全性，在统筹考虑岸上、离岸安全资源的基础上，规范设备生产商、系统运营商和服务商等复杂主体的行为，
尽早识别并提出有效的风险应对策略。 网络安全实践表明，如果能够形成较为广泛的航运网络安全协作机

制，便能够更有效地针对风险提供防范对策，适应网络威胁的不断扩张。 例如，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推出

“２０１９ 网络安全标准条款”（Ｃｙｂ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ｌａｕｓｅ ２０１９），要求港口、船舶、货代等当事方在得知有可能发生对

航运相对方产生影响的网络安全事件时履行通知义务，且为不履行这一义务创设了法律责任。 再如，２０２４
年 ４ 月挪威航运保险市场已出现专业的海事网络风险附加险产品，其条款设计一改此前海事网络保险产品

针对性不强的缺陷，为船舶所有人所面临的船舶以及岸上设施各类网络风险，提供全面的损失和费用保障。
挪威船舶战争险协会还与挪威船东协会合作建立了专业机构 Ｎｏｒｍａ Ｃｙｂｅｒ，为成员提供网络安全方面的情

报、运营、应急响应服务。 由此可见，海事立法应建立更为紧密的安全主体间协同合作机制，增强应对网络安

全威胁的协同响应能力，创造综合安全环境。

（四）法律责任：等效替代原则的公私法应用

与目标导向型国际海事立法相适应，国际海事立法在处理新技术与既有的强制性技术要求关系时，发展

出了等效替代原则这一制度工具。② 海事立法中的等效替代原则，是指新型船舶应与传统船舶具备同等安

全水平和效能。 根据等效替代原则，船舶设计者可提出符合目标和功能要求并能有效控制风险的新颖设计，
从而在与规定性要求具有同等安全水平下得到最优化的设计方案和最合理（费效比）的安全保护。③

等效替代原则能够极大地弥合海事立法滞后性与技术创新性之间的张力。 例如，根据 ＳＯＬＡＳ 公约附则

第一章第 ５ 条“等效”条款，智能船舶的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如果不符合现行公约的要求，船舶主管机关

经过测试验证认为其与现有规则具有同等效能，在此情况下可以准许其实施。 再如，针对智能船舶远程控制

人员如果缺乏相关技能与培训要求，根据 ＳＴＣＷ 公约第 ９ 条“等效”条款，在与现有公约具有相同的安全和

防污染水平的情况下，船舶主管机关可以作出教育和培训的特殊安排。 为了确保等效替代原则的实施，国际

海事组织制定了《消防安全替代设计和布置指南》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Ｆｉｒｅ
Ｓａｆｅｔｙ，ＭＳＣ ／ Ｃｉｒｃ．１００２）、《ＳＯＬＡＳ ＩＩ⁃１ 和 ＩＩＩ 章替代设计和布置指南》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ＯＬＡ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ＩＩ⁃１ ａｎｄ ＩＩ，ＭＳＣ．１ ／ Ｃｉｒｃ．１２１２）和《对各种 ＩＭＯ 文件规定的替代和等效的

批准导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 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ｆｏｒ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ＭＯ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ＭＳＣ．１ ／ Ｃｉｒｃ．１４５５）等指南，中国船级社也发布了《船舶替代设计和布置应用指南》。

等效替代原则能够应用于智能船舶海事法律责任的配置。 为鼓励创新，应尽可能解除与新技术发展应

用不相适应的规则体制束缚，但前提是新技术在投入市场时不低于现有船舶的安全和效能水准，否则便失去

了技术创新的基本价值，放弃了公共利益的安全底线，有违增进人类福祉的科技伦理。 而公法的主要功能本

就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④因此，可基于等效替代原则设置智能船舶的行政法律责任乃至刑事法

①
②
③
④

参见余潇枫：《广义安全的本体、视界与范式：“关系和合度”解析》，载《国家安全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 页。
参见陈敬根：《海事安全目标导向型公约：生成发展与我国应对》，载《法学杂志》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７０⁃７１ 页。
参见中国船级社《船舶替代设计和布置应用指南（２０１９）》前言部分。
参见王继军：《公法与私法的现代诠释》，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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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 从民事责任角度来看，船舶是否符合等效替代原则也能够应用于对智能船舶过错的判断。 侵权法

中的过错实质上是行为的不可原宥性，这属于社会评价。① 因而在判定智能船舶碰撞等侵权责任时，若智能

航行系统达不到与有人船舶同等的安全水平和效能，可认定智能船舶一方存在过失。 同样在产品责任中，对
“不合理危险”产品设计缺陷的判断也应结合等效替代原则进行。 考察产品设计缺陷的存在与否无法脱离

产品投放市场时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条件，②等效替代原则恰好反映了当前阶段船舶应具备的基本安全

水平和效能。
但是，适用等效替代原则也有其局限性。 一方面，智能船舶根据等效替代原则虽然能够突破现有海事立

法的限制，但是从本质上，仍属于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特事特办。 这种打补丁式的立法探索更适合应对单点

式的技术创新，在智能船舶等新技术集成应用的场景中，逐一与传统设计的安全效果进行比较并不完全可

行。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等效替代原则的逻辑起点是新技术应起码具有与传统技术同等的安全水

平和效能，这与智能船舶技术发展初衷并不完全一致。 智能航行系统除了具备像人类一样的自主思维能力，
还应该凭借强大的计算和反应能力作出超出人类的最优解。③ 因此，一切从现有技术和标准出发的等效替

代原则在技术发展前期尚具备合理性，一旦新技术发展远超现有船舶水平，一味强调新旧技术比较反而可能

构成对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制约。
在当前智能船舶技术发展阶段，因技术可靠性、安全性仍有待充分证明，智能船舶应用规模也较为有限，

可将等效替代原则这一客观标准融入公私法责任配置中，在保障安全底线的同时体现对创新的鼓励与包容。
而随着技术逐渐成熟及市场大规模应用，海事法律可以逐渐调高标准，由此扩张智能船舶的责任范畴，以实

现不同的利益衡量需求，适时传导社会政策。④ 一旦智能船舶整体技术水平超出有人船舶，法律评估技术性

能的基准就应转为市场上客观存在的相同或者类似功能船舶的整体技术水平，通过更严格的限制，预防技术

大规模应用造成的风险。 譬如对于预想中高度智能化的第四等级水面自主船舶，对产品设计缺陷的判断应

与市场上同类自主船舶的整体技术水平相比较，若其他厂商生产的智能船舶及相关系统在同等情形下也会

出现类似情况，则可以判定该船舶不存在设计缺陷。

（五）制度创新：沙盒监管支持测试活动深化

近年来，沙盒监管作为一种监管手段创新，被广泛应用于科技创新法律治理。 法律借鉴计算机领域沙盒

安全机制创设了一种包容审慎的监管模式，使企业能够在法律所划定的范围内（即沙盒之中）测试其创新性

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并由政府部门对其开展灵活监管，确保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进行创新试验与容错

纠错。⑤

沙盒监管最初应用于金融、电信服务领域，后逐渐扩展至新兴科技监管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⑥

欧盟《人工智能法》就广泛采用沙盒监管理念，其第 ５７ 条要求各成员国在人工智能系统投入市场前应至少

建立一个监管沙盒，以便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和测试进行监督。 目前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美国、欧盟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建立沙盒监管制度。⑦ 在中国，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发布的《关于试行汽车安全沙盒监管制度的通

告》（简称《汽车安全沙盒监管通告》）引入沙盒监管对汽车前沿技术进行深度安全测试，引导企业查找问题、
改进设计、降低风险。

沙盒监管模式创新有助于消除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加速市场化步伐。⑧ 划定测试区域，对存在技术风

险的船舶进行试航是海事立法的常规管理手段。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发布了《船舶试航活

动通航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对试航船舶的报告备案作出了规定。 实践中，中国海事管理部门会发布试航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５３ 页。
参见冉克平：《论产品设计缺陷及其判定》，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 页。
参见范晓波、陈怡洁：《船舶无人化趋势下 ＡＩ 航行系统的责任探析》，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４１ 页。
参见宁园：《论人形机器人使用者的注意义务》，载《东方法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第 ４２ 页。
参见郑琳：《自动驾驶数据安全的沙盒监管构造》，载《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１５８ 页。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ＡＩ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ＵＮＥＳＣＯ（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ｅｓｄｏｃ．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ａｒｋ： ／

４８２２３ ／ ｐｆ００００３９０９７９．
参见［美］伍德罗·巴菲尔德、［意］乌戈·帕加洛：《法律与人工智能高级导论》，苏苗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２２７ 页。
参见欧盟《人工智能法》第 ５７ 条第 ９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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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通告，公示试航船舶信息、试航计划，要求船舶做好安全保障措施并提醒过往船舶谨慎驾驶。 诸如珠海万

山无人船测试场、上海临港滴水湖无人船试验基地等智能船舶测试专门区域也已建设，能够与正常船舶航行

有效隔离，具备了沙盒的基本条件。 但是，沙盒监管模式的核心是将政府监管、企业自我监管和合作监管有

机融合，并且注入包容审慎监管和试验监管等监管要素，①这种新的理念在传统海事监管中并不明显。
首先，海事立法对船舶试航活动的管理仍带有单向度的行政审批色彩，公权力在事前对船舶试航行为进

行许可后，测试重心即转向企业层面。 海事管理部门虽然会在试航过程中关注船舶动态，但重点在于预防安

全事故。 与之相反，沙盒监管形成了政府与企业就技术创新管理的双向合作关系。 例如，《汽车安全沙盒监

管通告》要求，企业就前沿技术或新功能新模式申请进入沙盒监管获得通过后，需按照车辆深度测试方案开

展测试；监管部门应密切跟踪测试情况，指导帮助企业查找质量安全问题；发现测试无法达到预期要求的，立
即通知企业终止测试；对测试中发现的行业性质量问题，加大检查和执法力度；对测试中发现的产品标准问

题，推动标准制修订；对测试中发现的共性质量问题，适时发布质量安全风险预警。 可见，沙盒监管的要旨远

不止于形式上划定测试沙盒范围，更体现在平衡创新与安全效果的公私部门密切监管合作。
其次，沙盒监管含有包容审慎的柔性监管基因。 这充分考虑到了刚性法律规范的滞后性，应允许创新在

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进行一定变通。 根据《汽车安全沙盒监管通告》，虽然企业发生违法行为时并不免除其

法律责任，但在此之外，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企业自律、信息公开、公众监督、
行政指导、质量服务等多元化管理方式。 现行海事立法存在部分限制智能船舶运营的规定。② 对此，沙盒监

管应当赋予智能船舶一定的法律豁免地位。 韩国《自主航行船舶法》第 ２１ 条规定，智能船舶在运营区域内

免除适用《船舶安全法》有关船舶检验和技术标准、安全航行措施、船员任职等的规定以及《国际船舶和港口

设施保安规则》有关船舶保安的规定。 在此基础上，还应理性评价测试结果，赋予容错试错空间。③ 新质生

产力发展本就伴随着潜在风险，应构建“预演—试错”的社会组织形式，④将沙盒监管定位为发现问题的过程

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鼓励科研人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营造鼓励创新、宽容

失败的良好氛围。 因此，对于智能船舶测试失败不宜盲目设置法律上的否定后果。
综上，中国海事立法应当借鉴沙盒监管的制度内涵，构建针对智能船舶测试活动的新型监管规则，基本

思路如下。 第一，规定船舶测试的申请、审批、退出程序，确定企业进入及退出测试的程序性要件和行政审查

要件。 第二，规定智能船舶测试中，测试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所履行的职责，包括企业申报义务以及安全注意

义务，海事管理部门的监督义务以及配合测试义务等，广泛运用提示预警、行政指导等柔性监管措施。 第三，
遵循目标导向型海事立法要求，在确保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免除部分海事立法义务性要求，但是须

符合等效替代原则。 第四，建立试错容错制度，允许船舶测试出现失败后果，如果测试主体和监管主体履行

了监管要求，则对于出现的不利后果各自可以减轻或免于处罚。⑤ 第五，规定降低风险避免风险外溢的防火

墙条款，如对不同阶段的测试规模加以限制，要求测试船舶购买责任保险等。 第六，与各地区蓬勃开展的智

能船舶测试区建设结合，围绕智能船舶产业创新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作出规定，打造一批硬件基础设施与

法治软环境兼备的智能船舶测试运营示范区。

（六）立法技术创新：留白预留后续立法空间

为了便于法律规则更敏捷地回应技术发展，海事立法应进一步优化立法技术。 对于确有必要调整，但调

整内容尚存不确定性的立法内容，立法机关可以采用先行留白的立法方法。 所谓留白方法，是指中央立法机

关有意留下法律空白，交由后续立法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补充。⑥ 留白立法的核心在于有意之留白：在法律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郑琳：《自动驾驶数据安全的沙盒监管构造》，载《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１５８ 页。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ｃｏｐ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ｈｉｐｓ （ＭＡＳＳ ），ＩＭＯ（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ｄｎ．

ｉｍｏ． ｏｒｇ ／ ｌｏ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ＨｏｔＴｏｐｉｃ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ＳＣ． １⁃Ｃｉｒｃ． １６３８％ ２０⁃％ ２０Ｏｕｔｃｏｍｅ％ ２０Ｏｆ％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２０Ｓｃｏｐｉｎｇ％
２０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Ｆｏｒ％２０Ｔｈｅ％２０Ｕｓｅ％２０Ｏｆ％２０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２０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２０Ｓｕｒｆａｃｅ％２０Ｓｈｉｐｓ．．．％２０（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ｐｄｆ．

参见凡超：《论我国试验性立法的“试错”及其适用限度———基于卡尔·波普尔试错理论的分析》，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８３⁃９２ 页。

参见刘益东：《科技重大风险与人类安全危机：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及其治理对策》，载《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２０２０ 年
第 ４ 期，第 ３３３ 页。

参见侯东德：《人工智能法的基本问题及制度架构》，载《政法论丛》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６９ 页。
参见章剑生：《论地方差异性立法及其限定》，载《法学评论》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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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方案尚未最终确定时，先规定法律框架，通过立法技术为未来法律的制定留出明确的空间和接口。 例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１２ 条，如果法律、行政法规只规定了某种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但在处

罚种类、幅度等方面未作规定，则可以由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补充。 留白立法通过将法律去实质

化，采用接纳性概念，为法律开辟出了根据实践发展进行学习调整的空间。① 国外一些海事立法甚至采取了

更为大胆的留白立法技术。 在尚未生效的《２０１０ 年国际海上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损害责任和赔偿公约议定

书》（简称 ＨＮＳ 公约）适用问题上，北欧国家海事立法采用了预先制定但冻结其效力的留白立法模式。 瑞典

《海商法》第十一章“有关海上运输危险有害物质的损害责任”已经以法律修正案形式获得议会通过。② 这

意味着 ＨＮＳ 公约在瑞典法下的适用问题已经过立法机关研究审议，后续瑞典《海商法》中有关有毒有害物质

损害赔偿责任和基金的内容将以修正案的方式出现，并在瑞典政府正式批准加入 ＨＮＳ 公约之日自动生效。
除非公约内容发生重大调整，否则该修正案将无需再进行审议表决。

从体系性角度考察，留白建立在对法律规范背后的意义和价值脉络的把握之上，发挥体系的补足修正功

能逐渐消除立法空白。 从规范性角度审视，留白须锚定现行规范与未来调整内容的衔接点。 通过规则类比

的方式明确留白部分与已有条文的关联，确保不同时空下法律规则之间的结构适配与逻辑融贯。 当然，考虑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要求以及立法习惯，类似瑞典这种留白立法技术暂时难以采用。 但这并不妨

碍借鉴此种留白立法精神，在海事法律中埋设后续立法空间。 第一，对于法律调整前景尚不明朗、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的议题，进行前瞻性预研，广泛了解行业需求，重视比较法研究成果，及时将相关学术研究讨论转化

为法律议题纳入公众认知，尽早达成方向性共识，增加对未来法律的确定性判断。 第二，在立法制定过程中

不一味追求创新议题的一揽子解决，先通过概括式、原则式规定奠定基本思路，后续通过单行立法、执行性立

法进行渐进式调整。 国际海事组织制定《海上自主水面船舶规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ｈｉｐｓ）的立法路线恰是这一方法的生动体现。 针对现行公约的体系困境，国际海事组织

放弃了修改公约的思路，转而通过制定单行立法进行解决；将《海上自主水面船舶规则》界定为补充立法而

非独立立法，只调整现行法未能解决或由于智能船特性需要作出等效安排的特殊问题，避免与现行法律框架

冲突；采取先自愿，再逐渐向强制性规范过渡的思路，凝聚共识谋求最广泛的认可。③

四、结语

作为前沿技术与航运事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智能船舶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类海洋活动的底层逻辑，这将

变革海事立法所依托的社会关系，促成海事立法的更新完善。 一方面，人工智能立法的宏观影响、科技创新

对法律技术观的不断追问以及创新带来的安全悖论形成了海事立法发展的外部环境。 为了充分回应上述议

题，海事立法应立足国家科技创新法治建设大局，以局部法治创新带动人工智能整体法治发展；秉持基于算

法的法律技术观，重新划分法律与技术的功能边界，在抑制算法应用于航运领域的安全负面作用的同时，实
现立法自身的简化提纯；瞄准安全场域组织模式，构建航运业主体间安全协同响应机制。 另一方面，海事立

法在责任体系、船舶测试、立法技术创新等内在要素方面正在进行自我更新循环。 对此，应立足等效替代原

则配置现阶段法律责任，以不低于有人船舶的安全水平和效能作为智能船舶责任方的过错判断标准；开展沙

盒监管模式创新，为智能船舶发展所必经的技术商业测试活动注入包容审慎监管基因；运用留白立法技术，
尽早将智能船舶调整前沿问题讨论转化为法律议题纳入公众认知，先明确立法中的原则性内容，增加对未来

法律的确定性判断，再通过单行立法、执行性立法进行渐进式调整。

①
②
③

参见余成峰：《法律的“死亡”：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功能危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９ 页。
Ｃｉｖｉｌｕｔｓｋｏｔｔｅｔｓ ｂｅｔäｎｋａｎｄｅ ２０１８ ／ １９：ＣＵ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Ｇｏａｌ⁃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ｈｉｐｓ （ＭＡＳＳ ），ＭＳＣ １０８ ／ ４，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ｒｓ⁃ｃｌａｓｓ．ｏｒｇ ／ ｕｐｌｏａｄ ／ ｉｂｌｏｃｋ ／ ０１ｆ ／ ０１ｆ１０８６９ｄ１７８ａ３４ｅ３ｄ０２２３４８６２ｃ５６ｆａｄ．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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